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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以影像紀錄臺灣》 
 
Review:〈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                           
Issues and Methods in New Documentaries〉* 

林克明
** Ke-Ming Lin 

 

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以影像紀錄臺灣》（暫譯））（2012）作為第一本針對

臺灣紀錄片進行討論的英文專書，它的意義究竟為何？顯然地，它的閱讀群眾自然並非是

臺灣或者是以中文作為溝通工具的閱讀者，而是以英語系國家的閱讀者為主，更嚴格地

說，是針對臺灣之外以英文作為主要知識交流平臺的泛西方閱讀者群。如此一來，當這些

讀者從書名出發，面對這個第一本關於以紀錄片呈現臺灣的英文著作時，這本書就不可能

只是對臺灣紀錄片的介紹如此簡單，它無疑成為這些泛西方讀者唯一認識臺灣紀錄片的知

識框架。 

 

  基於這個前提，本書對讀者在閱讀上便存在某種立場，而當這個立場遭遇到編者／作

者對於內容所做的設定或企圖時，特別是當編者並未自覺到這本書所具有的特殊情境位置

時，很自然地，讀者會在閱讀的過程中形成某種偏斜。這種偏斜的產生無可避免，卻時時

刻刻左右讀者對本書的閱讀，因此必須在進入本書的詳細討論之前首先被提出，以作為一

種反思的基點。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 一書由兩位旅美學者（林麗君和桑梓蘭）所

共同編製，共收錄九篇文章（含導論），分別由國內外從事紀錄片相關研究的學者所撰寫。

在整個文章順序的安排上，雖然書中並沒有清楚的區部標示，但編者在導論中則說明了本

書主要分為兩個區塊：第一部份收錄了李道明與兩位編者的三篇文章，這三篇文章主要是

處理臺灣歷史再現的議題。第二部份則稍微凌亂，但如編者所述，主要是討論臺灣新 

 

 

 
* 書藉資訊：Lin, Sylvia Li-chun and Sang, Tze-Lan Deborah (eds). 2012. 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 Issues and   
   Methods in New Documentaries, New York: Routledge. 
 
** 林克明，國立聯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系助理教授。 
   Ke-Ming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ent of Taiwa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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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片如何以各種「具有創意能量和雜音」的方式參與當代的社會、文化或政治議題

（p.4），這些議題包括臺灣性（Taiwaneseness）的形塑、社區再造、紀錄片倫理、環保抗

爭等等。 

 

第二部分的文章安排初看關聯不大，而文章中所評析的紀錄片也沒有一定的年代安

排（如本書第二章是李道明的〈（重）製歷史〉，文中討論的紀錄片是 2007 年公視所製作

的《打拚—臺灣人民的歷史》，而第三章由林麗君所著的〈螢光幕前重現白色恐怖〉，討論

的紀錄片則是 1995 年的《我們為什麼不歌唱》），這部份的雜亂似乎容易讓讀者產生一種

編者並不清楚為何與如何選擇這些文章的錯覺。然而在導論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編者將

第二部份的文章選輯再細分為認同與反思性兩個區塊：前部份包含了 Bert Scruggs 和蔡秀

粧的兩篇文章；後部份則收錄邱貴芬、Christopher Lupke 和郭力昕的三篇文章。這個進一

步的區分透露出編者對於臺灣紀錄片發展所具有的某種史觀，而這種史觀無疑讓這些看似

散亂的文章選擇和編排產生一個可辨明的脈絡。 

 

從這些選文中，兩位編者所認為的臺灣紀錄片的真正發展，明顯是從 1986 年綠色小

組的《桃園機場事件》起飛。在綠色小組的引領之下，配合 1987 年解嚴，讓過去被壓制

或隱而不見的議題得以被揭露，而為臺灣紀錄片注入了新且旺盛的生命力。不難想像，這

些過去被視為禁忌的議題多數與被忽視或醜化的歷史有關，因此帶出了一片重新省思臺灣

歷史的熱潮，而重製（remaking）歷史、重現（recreating）歷史、恢復（reclaiming）歷史

便成為臺灣紀錄片發展首先面對的一個最重要課題，這也成為本書第一部份中三篇文章所

思考的重點。而隨著歷史重新省思之後，與其緊密相關的便是臺灣人的認同建構。此一課

題雖然在第一部份已多少著墨，但由於歷史省思後所產生的國家認同模糊，而使得如何在

各種差異中尋找臺灣人所具有的共同性，便成為臺灣紀錄片工作者所面對的另一個迫切的

問題。第二部份前半的兩篇文章即是探討以此為核心的兩部紀錄片：在 2005 年在票房上

均獲得極大成功的《無米樂》和《翻滾吧！男孩》。而在第二部份後半，編者則轉向反身

性的問題，也就是在討論紀錄片對於臺灣歷史和認同重建的貢獻之後，開始反省拍攝者與

其作品的關係。這個內容的轉向顯然是反映臺灣紀錄片從 1990 年代末期開始「個人紀錄

片」（personal documentaries）類型的蓬勃發展。因此總體來說，雖然本書中選取的電影和

評論並未清楚地依據時間來排列，但是從整個文章的編排走向來看，編者卻隱約勾勒出臺

灣紀錄片發展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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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編者所希望鋪陳的臺灣紀錄片發展脈絡，很清楚地，是一個非常「政治」取向的

發展。編者在導言的開頭，即將綠色小組的行動作為臺灣紀錄片的發展起點，而其中許多

章節均以政治作為討論主題。在本書的結尾，則是以郭力昕的〈濫情主義與集體「內省」

現象〉一文作為結束。郭力昕的這篇文章是針對臺灣紀錄片在 1990 年代末期朝向「私密

化」和「濫情化」的發展所做的抨擊，而其主張正是希望回歸過去綠色小組的取向，也就

是讓臺灣紀錄片能不再侷限於個人式的呢喃，而是嚴肅的政治議題。郭力昕的這篇文章在

本書中有其重要意義，因為它作為本書的結尾，不僅呼應了編者導言中所隱含的政治意

義。更重要的是，由於其作法有別於其他文章：它並非如其他文章中僅侷限於對單一紀錄

片的討論，而是對於 2004 年《生命》之後的個人紀錄片進行全盤的檢視，其中也包括

Scruggs 和蔡秀粧兩篇文章所分析的《無米樂》和《翻滾吧！男孩》兩部紀錄片。因此以

某種角度來看，郭力昕的文章似乎可以視為對此兩篇文章一種「政治」取向的補充／批判。

這個以綠色小組開始、以批判私密性作結的文章安排，無疑是反映出編者所主張的臺灣紀

錄片（應有）的「真實」原貌：政治。1 

 

  本書從政治取向出發的文章和電影選擇無可厚非，因為正如紀錄片的本質一般，本就

不是作為「忠實客觀」的紀錄，而是依據製作者的主觀論點，將素材適當地選擇和安排的

論述。2對此，可以進一步提出幾個問題。首先，依據本書的安排和主張而言，編者所企

圖探討的是綠色小組以降臺灣獨立紀錄片的發展，就這個角度來看，編者所思考的臺灣紀

錄片或許可以歸類為左派紀錄片。在此暫不討論這些文章和電影是否有能力含括整個臺灣

左派獨立紀錄片的範疇，而是去思考一本關於左派紀錄片的著作應該著重在那裡。William 

Alexander 在他關於美國左派紀錄片的重要著作 Film on the Left（1981）的結尾提到： 

一個藝術家和教育家的角色，是幫助人們以他們的影像和語言去定 

義他們的情勢，以及去有效地幫助他們發現可用的方法來改善目前 

的狀況。這些方法必須從一開始就是改革的，而只有之後，當觀眾 

已經被揭露新的可能性時，他們才能夠對階級產生意識，以及具有 

革命意識。這個覺醒代表著看與聽的能力，代表著真誠溝通的能力 

，代表著得以對理論和行動硬加使用這種企圖的迴避，而能夠透過 

實現和抗爭的過程讓理解逐步產生。 

透過 Alexander 這段話，可以發現左派紀錄片的工作，是以一種批判性的角度去紀錄人們

                                                 
1 這裡必須強調的是，本文中的政治取向並非僅僅是針對於直接的政治議題拍攝，而是指能否具有政治啟發的

可能。郭力昕在〈濫情主義與集體「內省」現象〉一文中，對此取向有進行詳細的探討，頁 185-6。 
2 見 Bill Nichols 的 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 (1991), 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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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以揭露他們的「真實」面貌，而藉由這種真相的揭露，觀眾才能以一種批判的角

度來重新認識他們的環境，並進而進行改革。Alexander 對左派紀錄片的認知，事實上是

與紀錄片（documentary）本身的字源意義不謀而合：去紀錄（to document），在過去意味

著進行教育（to teach）。3如果（左派）紀錄片的精神意味著教育群眾，那本書作為一本以

政治取向出發的紀錄片文集，是否能彰顯這層意義？很清楚地，這本書中的文章或多或少

都提供了一種教育的功能，藉由重新理解／補足／批判所分析的紀錄片，讓觀者得以進一

步掌握這些影片中所具有的「認識現狀」的新可能：如桑梓蘭以批判性的角度思考《跳舞

時代》中對女性角色探討的忽略；同樣地，蔡秀粧也對《翻滾吧！男孩》中看待原住民的

態度提出某種反省；而郭力昕的文章更提供一套具體的論述方式來重新檢視近年來臺灣紀

錄片的不足。從這些文章的選取來看，本書的確符合左派記錄片的精神：它不僅讓讀者／

觀者注意到臺灣紀錄片揭露「真實」的可能，同時也讓讀者／觀者去注意到臺灣紀錄片中

所未揭露的「真實」。 

 

  雖然如此，在這個政治取向的脈絡下，本書所面對的一個比較大的侷限，或者在於它

似乎過於偏重紀錄片本身的文本分析，而對於與紀錄片製作相關的媒體／組織層面的討論

則相對貧乏。在整本書中，除了李道明一文涉及公視組織對紀錄片籌畫／拍攝的影響外，

其他文章均極少涉及此一部分的討論，因此讀者無法具體掌握到公視紀錄片製播計畫、國

際紀錄片雙年展等影展、紀錄片系所及課程等培訓機構、以及主流媒體紀錄片節目製作等

各種組織性參與對整個臺灣紀錄片發展的影響。缺乏這個組織層面的探討和批判，對於從

「政治」出發的紀錄片論述而言，似乎就顯得不夠「政治」。 

 

  除此之外，這個不夠「政治」的問題，同樣也發生在本書所宣示的意圖和作法的連結

上。編者在導言中說到她們對文章所挑選的依據：「這些文章和其檢視的電影中所敘說的

各種主題，不僅對臺灣是特殊唯一的存在，對於廣大的紀錄片工作者社群，更是密切相關」

（p.4）。這個特殊唯一的存在，無疑是以政治為起點的臺灣紀錄片發展。至於為何相關呢？

編者進一步說明：「這些文章的作者也探索了紀錄片作為再現工具的可能和侷限，而在文

章中適切地表達出對於紀錄片倫理、創新技巧、以及過份強調人情味故事的隱憂所做的探

討。」（p.4）換句話說，這些問題同樣也是臺灣以外的紀錄片工作者所可能面對的。特別

是當他們遭遇到市場和理想的衝突、製作工具的進步等挑戰，如何能持續對紀錄片「政治

化」的堅持時，這些「臺灣經驗」或許可以幫助他們打開一扇思考的窗。這個說明隱含著，

                                                 
3 見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中對 document 一字字源的探討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document&allowed_in_frame=0 (瀏覽日期：201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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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預設的目標讀者群顯然是泛西方的紀錄片工作者，而本書所期待的是，這些經驗能

激發更多政治紀錄片產生的可能。然而，對於這個目標群眾以及期許所產生的問題在於，

在本書選錄的這些文章中，我們極少聆聽到紀錄片工作者真正的聲音。嚴格來說，本書關

於此方面的文章只有李道明本身作為紀錄片工作者的參與經驗，以及邱貴芬一文中導演蕭

美玲的陳述，其他絕大部分的文章多是研究者從資料和影像中所進行的文本分析。在此並

非是要指稱這些文章無法讓閱讀者對於這些紀錄片有更徹底的認識，而是在於當本書的目

的是希望能帶給泛西方紀錄片工作者更多臺灣經驗的啟發時，讓紀錄片工作者本身的聲音

被傾聽不是能夠達到更大的效果？就如 Alexander 對美國 1930 年代的左派紀錄片工作者

進行長時間的訪問，讓他們自己傳達出對影片製作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成功與失敗、驕傲與

膽怯、執著與退縮。因為他相信，唯有如此，才能挖掘出有價值的經驗，而能夠啟發和維

繫左派紀錄片工作者的熱情。就這點來考量，本書受限於它本身的作法，固然所傳達的政

治意圖明顯，但其所期待產生的政治刺激或許是不足的。 

 

  以此出發，從本書中能夠獲得更多啟發可能的，或許並非本書所預期的紀錄片工作

者，而是希望對臺灣紀錄片有更多理解的觀影者。這個落差使得我們必須重新從閱讀者的

角度來思考這本書。因此，雖然以一本標榜左派紀錄片的作品而言，本書政治取向的作法

是極有價值的，但作為第一本關於臺灣紀錄片的英文著作，這個方向的適切與否便值得仔

細考量。回到本書的標題（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在這個題目的設定下，泛西方

閱讀者對本書的期許是希望從中掌握臺灣紀錄片的面貌——而這也是他們目前在影像之

外，能夠系統性接觸臺灣紀錄片的唯一途徑——但面對本書以政治為取向所做的選擇和安

排，一種偏斜便不可避免地產生：一種可能是，閱讀者落入臺灣紀錄片即是政治紀錄片的

狹窄視野；不然，閱讀者就會對此認知的期待和結果之間的落差感到失望。 

 

  臺灣的紀錄片是否只能由政治和不政治的角度出發：前者受讚揚，後者需批判？受限

於政治紀錄片的宣示，臺灣紀錄片是否只能在綠色小組之後才得以稱為「臺灣紀錄片」？

對這些問題，本書很可惜地都未提出某種補充性說明。而更重要的是，基於為了建立起一

種批判的可信立場，本書所針對的臺灣紀錄片，往往是在市場贏得成功票房或者在影展中

獲獎而廣受注目的知名紀錄片，它們本身基於其市場性或者政治性而具有批判的價值。如

此一來，這個政治取向所產生的結果是，泛西方閱讀者無法知曉臺灣在綠色小組之前就有

《劉必稼》（1966）、《芬芳寶島》（1975）等紀錄片，也無法以更多面向的角度來思考臺灣

紀錄片的可能性（事實上，在整本書的架構安排下，讀者對書中所有文章和電影都被要求

以一種「是否合乎政治」的角度來檢視），更無法知道臺灣還有許多未進入市場機制或不



 
 
 
 
 
 
 
 
 
 
 
 
 
 
 
 
 
 
 
 
 
 
 
 
 
 
 
 
 
 
 
 
 
 
 
 
 
 
 
 
 

 

       林克明，2012，〈評論：《以影像紀錄臺灣》〉，《南藝學報》5：147-152 

 

 152

被影展青睞的紀錄片，或者不易「批判」的紀錄片。雖然編者在導言中說明了，「讀者可

以立即所見，本書並非對臺灣紀錄片進行全面研究」（p.3），藉此告知讀者這並非是一本

百科全書式的臺灣紀錄片介紹，而是具有某種選擇性的導引。但是當讀者在書名和編排的

引領中，進入編者對臺灣紀錄片所建構的認識框架，這個簡單的編者說明，似乎很難去撼

動讀者因本書所建立的對臺灣紀錄片的理解。 

 

  對於這些問題，或許都可以藉由在導言中提供讀者一個清楚的認識藍圖來得到某種舒

緩。但很可惜地是，導言過於簡略，致使本書在閱讀過程中的偏斜始終存在。儘管如此，

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 作為第一本向泛西方讀者介紹臺灣紀錄片的著作，不管它內

容是否有所侷限，這本書畢竟踏出了第一步，讓泛西方讀者察覺到臺灣除了有侯孝賢、楊

德昌、蔡明亮、李安等人所創造的獨特且迷人的虛構電影外，還發展出多元且創意十足的

紀錄片文化。我們期待有第二本、第三本……關於臺灣紀錄片的英文著作產生，讓泛西方

讀者對臺灣紀錄片的理解能更多元、更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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